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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随着裁量基准热潮的兴起，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手段在我国

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虽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可以有效解决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问题，

但其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困境。现阶段，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尚未明确，制定

过程中忽视了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指引与适用，且缺乏监督机制。鉴于此，本文在行政法理论基础上结合

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内行政处罚的特殊之处，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以促进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的规范适用及发展，进而加快现代化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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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ise of the discretionary benchmark 
boom, the discretionary benchmark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s a mea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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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self-control,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hina’s practice. Although the environ-
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benchmark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bus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it also inevitably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in prac-
tice. At this stage, the subject of setting the discretionary benchmark for environmental adminis-
trative punishment is not yet clear, the guid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vi-
ronmental law have been ignored in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onitoring 
mechanism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solutions to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 thus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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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以及其他环境单行法的修改完善，相关环境行政机

关的行政执法权限得到了极大扩张，罚款幅度、处罚措施等权限均大幅度递增，享有较大范围的行政处

罚裁量空间。权力的肆意扩大会引发权力滥用等一系列问题，环境行政处罚权限的大幅度扩张，也会诱

发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担忧。基于此，环境保护部于 2009 年在《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强调，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健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机制。紧接着，生态

环境部于 2019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借此进一步强调要

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进行适当规制。鉴于环境治理与遏制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需要，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然出台。然则环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来实现规制的方式，

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这种方式下的行政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且其制定主体不明确，易引

发适用的混乱。并且裁量基准最初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产物，其在环境治理领域起步较晚，导致实践中常

常忽略了环境治理的特殊性。因此，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需要尽快明确其制定主体，并在环境法基本

原则的指导下，结合其他规制方式，共同实现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在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然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基于此，2020 年中央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多方共治，此举不仅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

也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制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2.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功能性分析 

2.1. 合理约束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将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定义为：“环保部门在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酌情决定对违法行为人是否处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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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权限。”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环境行政裁量权的扩张已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最具共性的现象。

在我国环境治理过程中，环保部门进行环境行政执法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引发了自由裁量权的滥

用，给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造成了损害。因此，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

实施，可以有效遏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滥用。 
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涉及的相关因素甚广，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环境行政处罚幅度浮动区间较大。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02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煤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

炭洗选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由

此可见，相关部门对于符合以上规定的煤矿享有罚款十万元至一百万元的自由裁量权范围。由于行政执

法人员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等不同，不同地方的相同部门对待同一案件事实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量，作

出不同的处罚。然则裁量基准以规则主义的形态，事先将行政处罚的情节和效果分别予以细化和格化，

最大程度将裁量规范具体化，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对不同行政相对人的区别对待，达致良

好行政的效果。 

2.2. 增强环境行政执法活动的透明度 

随着国际社会愈加强调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我国虽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但各个单行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均体现出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53 条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第五章还专门规定了公众有权参与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保护活动的权利[1]。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相关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助

于增强外界对环境行政处罚活动的了解。 
大数据时代，公民的环保意识日渐增强，对电子政务也有所知悉。裁量基准以清单的方式将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规范具体化，并依法在相关网站上将裁量基准公布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环境行政处罚的

“曝光度”，利于提高公民参与环境行政执法的意识，促进公民对环境行政处罚及其裁量基准的理解与

认同。一方面，裁量基准的公开利于行政相对人及时、全面的知悉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时的依据及标

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裁量基准的公开，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倒逼行政机关公正执法。 

2.3. 利于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决定的司法审查 

2017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让法院对行

政裁量权的审查在立法上得到了确认。该标准的出现拓展了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宽度，有利于维护公民合

法权利，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环境行政机关对环境行政纠纷案件的处罚有较大

的裁量权，导致易出现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的情况。在对环境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行司法审查时，

法院应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违法目的、违法手段、危害后果等因素，依法确定其应当承受

的行政处罚，再将之与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相比较[2]。然则对以上因素的判断需仰仗法官的主

观能动性，且环境问题技术性强、专业化程度高，所以事实上很难通过司法手段来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

量权的合理、合法性进行审查[3]。而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清单式的规则列举，为法院进行有限审查提

供了现实可能性及依据[4]。 

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合法、合理性审查，有利于加强对行政裁量权的监督与制约。在行政执法活动中，

行政机关掌握很多与行政相对人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且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过程较抽象、一般不

对外公开。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对峙时处于弱势地位，不易详细接触到行政决定的整个过程，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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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决定开展司法审查时难度也较大。因此，裁量基准的出台，能够展现出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裁量

决定时的判定理由，为司法审查提供线索和依据，缓解司法审查的论证压力。 

3.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实践中的适用困境 

3.1.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不明确 

2019 年出台的《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强调将省级生态环保部门作为制定裁量基准的主要义务主体，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生态环保

部门作为可自行选择是否制定裁量基准的次义务主体。该规定造成很多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生态环保部

门往往倾向于选择不制定裁量基准，且实践中真正接触到环境保护的执法人员却没有参与裁量基准的制

定，导致裁量基准的制定内容有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出现。虽然各地环保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但目前并没有统一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导致不同地区所制定

的裁量基准相互之间存在着出入甚至冲突。甚至下级部门制定的裁量基准与上级部门制定的裁量基准存

在冲突之处，而非只是简单的细化上级部门的裁量基准要求。 
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没有行政级别的限制，各不同级别的行政主体制定裁

量基准会导致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发生冲突，行政执法人员在选择适用时也难以作出抉择。裁量基准的

制定主体层次不明确，无疑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成本和难度，有悖于裁量基准制定的立法初

衷。从现有文本来看，我国目前拥有相应权限的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有权根据本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行

政执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制定裁量基准，这样的做法易引起制定主体的混乱。 

3.2.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缺乏环境法基本原则 

我国各地环保部门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原则上都只提到了惩罚相当、公开公平等原则，

而忽视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生态环保部门片面地将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裁量基准，忽视了环境行政领域本身影响因子较多、技术性较强

以及专业性能要求高等特殊性；二是生态环保部门对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不清，只单方面的重视裁量

基准相关规则的作用，忽视了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宏观指导作用。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运用则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裁量基准的机械刻板化适用问题，促使其更符合环境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及法治功能的现实要求，

提升环境法治的实效。 
裁量基准在制度设计层面上体现了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平衡，既有助于实现裁量基准的控权功能，又

能够为特殊个案的裁量保留必要空间。但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软法，仅具有内部效力，其适用依赖于行政

体系内部的层级监督而缺乏外部保障。因此，有必要将环境法基本原则引入裁量基准的适用中，为裁量

基准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建立标准，以法律原则弥补规则之治的不足之处。然则实践中生态环保部门忽

视了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目的与价值，过度强调行政管理控制的作用，忽略了弹性、互动性的执法模式[5]，
导致裁量基准在适用时容易被束之高阁。 

3.3.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缺乏多元共治机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及不断修改以来，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

速发展，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工具走向了多元化、系统化和开放化。其中多元化强调的是环境保护

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民以及第三方机构等的共同参与。由于环境事务的

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等特性，实践中行政机关、公民等主体的参与度较低[6]。而公众参与又是我国

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人类环境保护经验的深刻总结。《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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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调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要始终坚持多方共治，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

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虽然相关文件一直强调环境治理要重视发挥多方共治机

制的作用，但就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言，在此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缺乏多方共治机制的参与与监督，裁量基准的制定及实施过程难免有失偏颇，最后反而成为权利滥

用的制度。目前裁量基准的制定依旧主要是以行政主导为核心的制定模式，所谓的社会公众参与只是流

于形式的表面参与。我国环境程序性权利中的社会公众参与只是局限于末端参与，没有上升到源头参与。

虽然环保部门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但早已将裁量基准文本起草完毕，这种事后

参与往往难以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缺乏一定的协商民主性。在环境治理的现代化社会，裁量基准更加

需要开放性和协调性的制定程序[7]。尽管裁量基准不是法律规范，但是它却直接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权

益。因此，在制定裁量基准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并贯彻程序正义的理念，充分考虑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

者的意见[8]。 

4.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制发展的对策探究 

4.1. 明确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 

作为行政权力的末端，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是实施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主体，面临着巨大的行政

执法压力。因此，最需要裁量基准的应当是基层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成为现代化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也意味着基层环境执法人员挑起

了乡村环境治理的重任。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往往实施和执行行政执法决定的是最基层的行政人员。一

方面，大量的环境执法活动促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加了解本地区的环境违法情况；但另一

方面，大部分地区的基层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设施落后，相关人员的专业执法水平有待提升。规则的制

定者和规则的实施者往往是不同的机关及人员，会导致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而要解决裁量基准的知行

合一问题，则需要从明确划分其制定主体的权限层次方面着手较为恰当些。 
在环境行政系统中，省级生态环保部门缺少环境行政执法经验，难以制定内容合理的裁量基准，而

基层生态环保部门具备丰富的执法经验，但基层环保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裁量基准的

制定之中。综合评判下，在经由市、县级生态环保部门制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础前提下，引导

基层生态环保部门参与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并由省级生态环保部门监督的模式下进行裁量基准的制定。

这种模式既可以吸收基层丰富的执法经验，又能防止较高级生态环保部门因执法经验欠缺导致的局限性，

促使其更能具有科学性、合理性[9]。当然，省级生态环保部门可以作出一些原则性、概括性的抽象规定，

并监督市、县生态环保部门对本辖区适用的裁量基准的制定。同时，制定机关还要重视基层生态环保部

门在长期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做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之下，明确裁量基准的制定主

体和权限层级划分，有助于实践中相关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处理和解决，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

维护行政管理秩序。 

4.2. 明确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本原则 

现代化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需要基于环境法基本原则，才能朝着正确的环境治理方向前行。近些年，

全国各地不断提倡对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时，各省、直辖市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在进行环境行政处罚时可以此作为处罚的正当理由。但无论是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型，还是全国各地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及实施，这些均离不开环境

法基本原则的指导。环境法基本原则可以回应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特殊性，弥补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适用规则的不足之处，通过建立执法标准，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和损害担责的要求融入适用规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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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裁量基准适用规则的完善。 
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和损害担责三项环境法基本原则提出了多方

面的具体要求，旨在优化裁量基准的适用规则，在具体的层面上对执法者的裁量基准适用活动提供指引

[10]。环境问题复杂多样，环境法基本原则具有多方面的行为指引和价值导向作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适当的引入环境法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有助于裁量基准在环境法领域的优化适用。相较于传统行政处

罚的目的而言，环境法更多地强调通过惩罚手段实现对环境的治理并达成某种具体的环境目标。保护优

先原则将生态保护观念引入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中，要求执法者在适用裁量基准时要注重寻求

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方式和策略。预防为主原则强调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恢复性，所以执法人员

在适用裁量基准时要考虑对同类型案件的预防和警示[11]。因此，执法者在适用裁量基准的过程中，不仅

要考虑当前的情节，还要考虑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未来的环境影响。环境法的损害担则原则要求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不仅要考虑到惩罚和威慑的必要性，更要以环境公共利益为根本指南，使违法者的违法成

本与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失成比例，实现环境损害的公平承担，维护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12]。 

4.3. 完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监督机制 

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监督，否则就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引入多方共治

机制，也利于社会公众行使对裁量基准的监督权。通过有限的多方共治，可以发挥裁量基准的软法治理

特点，促进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控权功能的实现[13]。目前全国各地对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运用

率逐渐增高，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政自制方式，基于行政科层制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指挥监

督权而具有内部效力。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下，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行

政机关在环境行政执法中对环境的规制可以纠正市场的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但行政机关本身也会失灵。

因此，需要法律对行政机关加以规制，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他力量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和制约。在环境

治理中，由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等原因导致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通常

是相关行政机关作为主导，很少涉及企业和公众的参与。然则在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企业往往是行政

相对人，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处罚的对象，应当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情况和保证其的权益。而公民作

为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大多数环境公益案件的第三人，其本身享受法律法规保护的环境权利。社会公众

参与行政执法活动不仅可以保证公平公正，而且还可以监督相应的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等工作。 
裁量基准虽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但也十分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贯彻多方共治的

理论和协商民主、信息公开的原则。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开可以让行政相对人提前预知自己的违

法行为，起到预防为主的作用，并且该裁量基准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有利于促进现代治理体系下的综

合治理。裁量基准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强调行政相对人、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利用外部监督手

段促进裁量基准的制定程序公平公正，制定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执法过程中有效地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 

5. 结论 

在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行政机关以行政自我拘束、行政协商民主、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等理

论作为重要的基础，出台了新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相关文件、程序规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

为行政机关内部规制文件，以自我规制的方式限缩了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范围，以便更好地遏制自由裁量

权的滥用，实现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公平正义。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私人合法权益之间

的关系。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实施能够减缓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的压力，推动环境行政治理

效率的提升，同时还可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活动的透明度，但裁量基准在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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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实践中我国环境问题比较复杂多样、专业性及技术性较强，除了部分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够参与到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其他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

众则很难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问题，裁量基准的运用不仅仅只是为了履行行政管

理活动，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现代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维护环境权益，并在公平公开、平等民主的基础

上响应时代和社会的呼声。因此，对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制发展路径，还需更加注重裁量基准

的制定主体的不断明确，在裁量基准的制定及适用过程中灵活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和损害担责等环

境法基本原则，以及在裁量基准中引入多元共治机制以加强对裁量基准适用过程的外部监督。现代社会，

环境行政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不仅需要相关行政机关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其助力，还

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与监督为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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